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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建筑物效应是指对房地产征税会增加开发商的建筑成本，进而降低开发商的利润，使其减少投资规模，在人均居住面积一

定的情况下，单位面积所投资的建筑物资本会降低，所建的房子较矮，这意味着人口密度较低，为吸纳既定的人口，就需要

不断在城市周边寻找新的土地建设房屋，进而促进城市扩张。

②　居住面积效应是指部分房地产税会转嫁给消费者，使房价上升，消费者会选择较小的房屋，进而使住房面积降低，这意味

着人口密度较高，可以较容易容纳既定的人口，进而抑制城市的扩张。

【统计应用研究】

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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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重庆和上海房产税试点改革为自然实验，在比较两地改革方案异同的基础上，采用合成控制法

对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城市扩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试点改革使重庆的城市扩张与没

有试点改革时相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因为重庆对本市居民新购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给予

１００平方米的免税优惠政策抑制了大户型住房的供给和需求，进而降低住房的占地面积，起到了抑制城市扩

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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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市扩张现象是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

加快而出现的，表现为各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
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据测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１０６．９％，而城市人口仅
增长５５．３％，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１．９３
倍［１］。由此导致人均建成区面积不断的扩大，由
２００３年每人９０平方米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每人１１４
平方米。城市占地面积的较快扩张浪费了有限的土
地资源，表现出较为严重的“造城模式”［２］。
采取何种措施将城市扩张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

内成为值得研究的主题。诸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
官员某些个体特征等可以起到抑制城市扩张的作用，
但其效果较弱。踪家峰和杨琦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会减小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缺口，进而降低财政分

权对城市扩张的促进作用，但在目前的体制下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并不能有效逆转城市扩张的趋势［３］。傅
利平和李永辉认为官员任期、年龄等个体特征与城市
扩张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官员任期太长或者太
短都会降低其推进城市扩张的积极性，而且当官员因
年龄增长晋升机会变小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不努
力，进而降低了推进城市扩张的积极性［４］。
此外，房地产税也是抑制城市扩张的工具之一，

这在国外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应证。

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和 Ｋｉｍ在封闭单中心城市模型框架下，
最先从理论上探讨了房地产税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认为房地产税对城市扩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建筑物

效应①和居住面积效应②来发挥作用的，若消费者对
其他商品和住房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较高时（大于

１），居住面积效应会起主要作用从而有利于抑制城
市的扩张［５］。Ｓｏｎｇ和Ｚｅｎｏｕ实证分析了美国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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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和城市扩张之间的关系，认为房地产税税率每
提高１％会使城市扩张降低０．４０１％［６］。这一方向
的研究随着中国城市扩张现象日益严重而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通过实证方法来分析中国房地产税与
城市扩张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较为一致的结论。郭
宏宝认为中国的房产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的

扩张［７］。刘琼等依据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协整的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房
地产税未能发挥遏制城市土地扩张的作用［８］。
目前房地产税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

在流转环节征收，在持有环节仅对经营性住房征收，
对个人拥有的住房免征，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具有
商品税的属性。中国的房地产税未能发挥抑制城市
扩张的作用可能和这一特殊的税收制度有关，若对个
人拥有的住房征税是否会起到抑制城市扩张的作用？

２０１１年，重庆和上海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开始对个
人拥有的住房征收房产税，但两地采取了差异化的政
策，两地的试点改革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切入点。本
文采用合成控制法，以重庆①为例研究房产税试点改
革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重庆和上海房产税试点改革比较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起，重庆和上海开始试点对
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两地的实施方案除具有一些
共同之外，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分别形成了“上海模
式”和“重庆模式”。
两地房产税试点改革方案的共同之处。第一，

在纳税人方面，为限制非本市居民的过渡消费，抑制
投机行为，都根据户籍区分了本市居民和非本市居
民，分别采取差异化的税收政策。第二，在征税范围
方面，均有一定的限制，实际所覆盖的征税对象不
多。第三，在税率设置方面，为保障普通居民的正常
购房需求，避免加重普通居民的负担，都实行差别化
税率，且税率不高。第四，在支出用途方面，都专用
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此外，两地房产税试点改革方案也存在较多的

差异。第一，在征税范围方面，重庆对存量和流量住
房均征税，但限定的范围较小，存量住房只包括独栋
商品住宅，而流量住房包括新购的高档住宅②和非

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含）以上的普通住宅；上海
对本市和非本市居民的存量住房一律不征税，只对
流量住房征税，即对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及以上
住房和非本市居民新购的住房征税。第二，在税率
设置方面，重庆对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根据建
筑面积交易单价的不同采取０．５％、１％和１．２％的
三级差别税率③，而对非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普
通住宅采取０．５％的比例税率；上海采取０．６％的基
本税率和０．４％的优惠税率。第三，在计税依据方
面，重庆的为应税住房交易价，而上海的为应税住房
市场交易价格的７０％。第四，在税收优惠方面，重
庆以家庭总面积为免税扣除标准，其中，存量独栋商
品住宅允许扣除１８０平方米，新购的独栋商品住宅
和高档住房允许扣除１００平方米，非本市居民购买
的住房不享受免税待遇；上海以家庭人均６０平方米
为标准，人均不超过６０平方米的免征；超过６０平方
米的，对超出部分征收。

三、估计方法与数据

（一）合成控制法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来估计房产税试点改革对

城市扩张的影响。文献中对城市扩张指标的衡量一
般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为基础，本文采取人均建成区
面积来表示城市扩张，即用各年度的建成区面积除
以非农人口数，这主要是考虑到城市扩张最为鲜明
的特征就是过度的人均土地消费，人均建成区面积
的变化可以很好的反映这一现象［９］。

合成控制法最早由 Ａｂａｄｉｅ和 Ｇａｎｌｅａｚａｂａｌ提
出，在构造控制组时，根据数据相似程度来确定权
重，且所有权重之和等于１，这便可以减少主观判
断，避免把差异较大的地区纳入控制组［１０］。

假设存在Ｊ＋１个样本地区，ｊ＝１为处理组，即
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地区；ｊ＝２到ｊ＝Ｊ＋１为控制
组，即未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地区。令ＡＮｉｔ 表示地
区ｉ在ｔ时期未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时的人均建成
区面积，ｉ＝１，２，…，Ｊ＋１；ｔ＝１，２，…，Ｔ。令Ｔ０表示
地区１开始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年份，满足１≤Ｔ０≤
Ｔ，令ＡＩｉｔ 表示地区ｉ在地区１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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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的研究未涉及上海房产税改革对城市扩张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中上海的建成区面
积一直未出现变化，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不能很好的反映城市扩张的情况。

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重庆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２倍（含２倍）以上的住房。

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３倍以下的税率为

０．５％，３倍（含３倍）至４倍的税率为１％，４倍（含４倍）以上的税率为１．２％。



后的人均建成区面积。
地区ｉ在ｔ期的人均建成区面积为：Ａｉｔ ＝ＡＮｉｔ ＋

αｉｔＤｉｔ。Ｄｉｔ 表示地区ｉ在ｔ期是否开始房产税试点改
革的虚拟变量，若未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则为０，即

ｔ∈［１，Ｔ０］时，Ｄｉｔ＝０；若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则为

１，即ｔ∈（Ｔ０＋１，Ｔ］时，Ｄｉｔ＝１。对未进行房产税试
点改革的城市，Ａｉｔ ＝ＡＮｉｔ；在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的
城市，即ｔ＞Ｔ０时，地区ｉ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值
为：αｉｔ＝ＡＩｉｔ－ＡＮｉｔ ＝Ａｉｔ－ＡＮｉｔ。Ａｉｔ是房产税试点改革
后地区ｉ的人均建成区面积，可以直接观测得出。所
以，为得出αｉｔ，需要对ＡＮｉｔ 进行估计，即构造一个“反
事实”的变量，具体表达式为：

ＡＮｉｔ ＝δｔ＋θｔＺｉ＋λｔｕｉ＋εｉｔ （１）
其中，δｔ表示样本地区时间固定公共因子，Ｚｉ是（ｒ×
１）向量，为不受房产税试点改革影响的可观测变
量，θｔ为这些可观测变量的（１×ｒ）维未知参数向量，

λｔ为（１×Ｆ）维不可观测因子系数，ｕｉ为（Ｆ×１）维不
可观测的固定效应误差因子，误差项εｉｔ 为各地区不
可观测的瞬时冲击，且满足地区均值为０的假设。为
计算出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处理组的影响，应估计出
处理组未进行试点改革时的人均建成区面积ＡＮｉｔ，合
成控制法对此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即通过控制组
地区的加权来近似拟合处理组没有实施房产税试点

改革的状况。
具体方法是，先考虑一个（Ｊ×１）一维权重Ｗ ＝

（ｗ２，ｗ３，…，ｗＪ＋１）＇，对任意ｊ＝２，３，…，Ｊ＋１，满足

ｗｊ０，且存在ｗ２＋ｗ３，…＋ｗＪ＋１＝１。人均建成区
面积可由每个潜在的合成控制组通过不同的权重组

合Ｗ 进行表示：

∑
Ｊ＋１

ｊ＝２
ｗｊＡｉｔ ＝δｔ＋θｔ∑

Ｊ＋１

ｊ＝２
ｗｊＺｊ＋λｔ∑

Ｊ＋１

ｊ＝２
ｗｊμｊ＋

∑
Ｊ＋１

ｊ＝２
ｗｊεｊｔ （２）

假设存在权重组合Ｗ＊ ＝（ｗ＊２ ，ｗ＊３ ，…，ｗ＊Ｊ＋１）＇，且满足：

∑
Ｊ＋１

ｊ＝２
ｗ＊
ｊＡｉ　ｔ ＝Ａ１１，…，∑

Ｊ＋１

ｊ＝２
ｗ＊
ｊＡｉＴ０ ＝Ａ１　Ｔ０

且∑
Ｊ＋１

ｊ＝２
ｗ＊
ｊ
Ｚｊ ＝Ｚ１ （３）

假设∑
Ｔ０
ｎ＝１λ

＇
ｔλｔ为非奇异矩阵（ｎｏｎ－ｓｉｎｇｕｌａｒ），则可

进一步得到：

ＡＮｉｔ －∑
Ｊ＋１

ｊ＝２
ｗ＊
ｊＡｉｔ ＝∑

Ｊ＋１

ｊ＝２
ｗ＊
ｊ∑

Ｔ０

ｓ＝１
λｔ（λ＇ｔλｔ）－１λ＇ｓ（εｊｓ－

εｉｓ）－∑
Ｊ＋１

ｊ＝２
ｗ＊
ｊ （εｊｔ－εｉｔ） （４）

Ａｂａｄｉｅ和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人证明，在一般条件下，
式（４）右边将趋近于０。因此，当Ｔ０ 足够大，在ｔ∈

［Ｔ０＋１，Ｔ］时，可用∑
Ｊ＋１

ｊ＝２
ｗ＊
ｊＡｊｔ作为ＡＮ

ｉｔ 的无偏估计

值来代替ＡＮｉｔ，进而可得α１ｔ 近似估计值α
＾

１ｔ ＝Ａ１ｔ－

∑
Ｊ＋１

ｊ＝２
ｗ＊
ｊＡｊｔ。为求α^１ｔ，需求出最优权重组合Ｗ ＊ ＝

（ｗ＊
２ ，ｗ＊

３ ，…，ｗ＊
Ｊ＋１）＇，而 Ｗ ＊ 的选择应满足 Ｘ１ 和

Ｘ０Ｗ 之间的距离最小，Ｘ１ 为表示处理组的经济特
征向量，而Ｘ０为（ｋ×Ｊ）矩阵，Ｘ０的第ｊ列为地区ｊ
在房产税试点改革实施前的相应特征向量。可将采
用如下函数表达式来求解Ｗ ＊：ｍｉｎ

Ｗ＊
｜｜Ｘ１－Ｘ０Ｗ｜｜ｖ

＝ （Ｘ１－Ｘ０Ｗ）＇Ｖ（Ｘ１－Ｘ０Ｗ槡 ），Ｖ为（ｋ×ｋ）对称
正半定矩阵。本文使用Ａｂａｄｉｅ等人开发的Ｓｙｎｔｈ程
序包运行模型的估计。

（二）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３１省市的数据（不包含

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实证分析房产税试点改革对
重庆城市扩张的影响，用其他地区的加权平均来近似
未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时重庆的城市扩张情况，以此
和重庆的实际数据比较来估计房产税试点改革对重

庆城市扩张的影响［１１］。之所以未包含２０１４年之后
的数据是因为重庆从２０１４年开始重新定义了应税住
房，对于新购的成品住宅，以建筑面积交易单价扣除

２０％的装修费后来判断其是否属于应税住房，这一政
策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根据合成控制法，权重的选择要使试点改革前，

合成重庆决定城市扩张的各项因素和实际重庆尽可

能一致。参考现有文献，选择的预测变量包括人均道
路面积、人均实际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的比
重、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非农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和土地成交均价。人均道路面积越高，
表明交通成本较低，人们可以居住在离市区较远的地
方，进而有利于促进城市扩张；人均实际ＧＤＰ越高，
人们的富裕程度越高，越有能力购买住房，也会促进
城市的扩张；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的
关系，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越高的地区城
市扩张程度也较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也与城
市扩张正相关；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城市化
水平越高，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也较多；土地成交均价
较高的地方，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售土地获得较多的
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出售土地的动力。
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均道

路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名义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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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ＧＤＰ平减指数、人口总数、固定资产投资、ＧＤＰ、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等相关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的统计年鉴，人均实际ＧＤＰ
由名义人均ＧＤＰ除以２００３年为基年的ＧＤＰ平减指
数得到；非农业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
年鉴》；土地成交均价由经过价格调整的土地成交价
款除以出让面积计算得出，土地成交价款和出让面积
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合成控制结果及分析
通过合成控制法，构成合成重庆的权重组合如

表１所示，共选取北京、上海、浙江、河南、贵州和陕
西６个省市。其中权重最大的是河南省，为０．３８３。

说明这６个省市的加权平均可以很好地拟合２０１１
年之前重庆城市扩张的情况，其加权平均可以作为
重庆的对照组。

表１　合成重庆的省市权重表

地区 权重 地区 权重 地区 权重

北京 ０．００８ 浙江 ０．０７１ 贵州 ０．２６２
上海 ０．１３８ 河南 ０．３８３ 陕西 ０．１３８

　　由于各省市存在一定的相同与差异，通过选择与
处理组最相似的６个省市，并根据经济变量对不同省
市赋予不同的权重，进而加权得到处理组最优的对照
组，这种拟合的效果要高于基于全国的平均值。如表

２所示，合成重庆和实际重庆非常相似，人均建成区
面积对数值的差异度为０．３５％。随机选取了试点前

３年度的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来检验该方法的拟
合效果，其差异度为０．１９％，可以说合成重庆很好的
拟合了房产税试点改革前重庆的真实情况，而以全国
平均水平作为拟合值则存在较大的差异，人均建成区
面积对数值的差异度高达３．１６％。

表２　预测变量的拟合和对比表

预测变量
实际

重庆

合成

重庆

全国

平均

差异度

合成 全国

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 ４．３３１　 ４．３４６　 ４．４６８　 ０．３５％ ３．１６％
人均道路面积对数值 ２．１１４　 ２．１４８　 ２．４６２　 １．６５％ １６．４９％
人均实际ＧＤＰ对数值 ９．６０７　 ９．６３３　 ９．９３４　 ０．２７％ ３．４０％
非农人口比重 ０．３１７　 ０．２７８　 ０．３４６　 １２．０７％ ９．１４％
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比重 ０．６６８　 ０．５１９　 ０．５９８　 ２２．２２％ １０．４４％
第二产业比重 ０．４９９　 ０．４８４　 ０．４６９　 ２．９１％ ５．９５％
第三产业比重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２　 ０．４１０　 ０．０１％ ４．５４％
土地成交均价对数值 ６．３７０　 ６．１４６　 ６．０６０　 ３．５３％ ４．８８％

２００４年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 ４．１８１　 ４．１９５　 ４．３５６　 ０．３５％ ４．２０％

２００７年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 ４．３１８　 ４．３０９　 ４．４１８　 ０．２２％ ２．３０％

２０１０年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 ４．３６４　 ４．３６４　 ４．５０６　 ０．００％ ３．２６％

　　在影响城市扩张的因素中，人均道路面积、人均
实际ＧＤＰ、非农业人口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
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与土地成交均价
真实值和合成值的差异度也较小，这种差异度远低
于真实重庆与全国平均值之间的比较。其中，人均
道路面积、人均实际ＧＤＰ、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
比重和土地成交均价真实重庆与全国平均值之间的

差异对比为１．６５％＜１６．４９％，０．２７％＜３．４０％，

２．９１％＜５．９５％，０．０１％＜４．５４％和 ３．５３％＜
４．８８％，可见其他地区的平均并不能很好的拟合房
产税试点改革前重庆城市扩张的状况，而合成重庆
较好的拟合了房产税改革试点之前的实际重庆，该
方法较适合用来估计房产税试点改的影响。

　　图１是在表２的基础上扩展到所有年度，描述
了实际重庆和合成重庆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变化

的路径。２０１１年房产税试点改革之前，两者的拟合
度较高，合成重庆较好的拟合了房产税试点改革之
前重庆的城市扩张。房产税试点改革后，人均建成
区面积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２０１２年虽有所升
高，但仍远低于合成的路径，两者的差距意味着试点
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扩张。

图１　实际重庆和合成重庆城市扩张对比图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房产税试点改革对重庆城市
扩张的影响，本文计算了２０１１年前后实际重庆和合
成重庆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的差距。图２显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两者对数差值在正负０．０２范围内波
动，２０１１年开始两者的差距为负，并呈扩大的趋势。

图２　实际重庆和合成重庆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差距图

（二）稳健性检验及分析

１．ＤＩＤ与合成控制法的对比。合成控制法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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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参照组时较为科学，较之ＤＩＤ法更加有效，为证
实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本文借鉴刘甲炎的方法，以

ＤＩＤ法估计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影响作为合成控制法
的稳健性检验［１２］。

ＤＩＤ法是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有效工具之一，但
其准确性依赖于政策变量的随机性。若实施的政策
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就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估计的
政策效果是有偏的。城市扩张与房产税试点改革城
市的选择相关性较弱，其不是影响选择试点城市的重
要因素，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
对所有非虚拟变量都取对数处理。设定如下模型：

Ｌｎ（ａｂｄａｖｅｉｔ）＝β０＋β１ｃｉｔｙ＋β２ｙｅａｒ＋β３ｃｉｔｙ×
ｙｅａｒ＋βＸ＋μｉ＋ηｔ＋εｉｔ （５）

其中，ｉ代表城市，ｔ代表时间，ａｂｄａｖｅｉｔ 表示城市ｉ在ｔ
时的人均建成区面积，如果城市进行了房产税试点改
革，则其属于处理组赋值ｃｉｔｙ＝１，若没有进行试点改
革则赋值ｃｉｔｙ＝０；类似地，如果城市在２０１１年开始进
行房产税试点改革，则在２０１１年及以后赋值ｙｅａｒ＝
１，２０１１年之前赋值ｙｅａｒ＝０；μｉ为不随时间变化影响
城市扩张的因素，ηｔ为随时间变化的政策变量，εｉｔ 为
误差项。Ｘ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人均实际ＧＤＰ、第二
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
的比重和土地成交均价。系数β３反映了房产税试点改
革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如果β３ 显著为负，则表明房产
税试点改革能够起到抑制城市扩张的作用。
表３可见，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平均效应使人均建

成区面积增长率下降了０．０６３，其中重庆房产税试点
改革使人均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下降了０．０８５，ＤＩＤ法
估计结果的符号与合成控制法一致，表明合成控制法
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３　房产税试点效果表（ＤＩＤ法）

变量 重庆和上海 重庆

交乘项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１）
人均实际ＧＤＰ　 ０．１８２＊＊＊（－０．０６９） ０．１６６＊＊＊（－０．０６２）
土地成交均价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４９４＊＊＊（－０．４３９） １．３５６＊＊＊（－０．４１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８５６＊＊＊（－０．５１６） １．７６６＊＊＊（－０．４６５）

时间变量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３）
区域变量 －０．１２８ （－０．２０６）
常数项 １．２０９＊ （－０．６７） １．５３８＊＊＊（－０．５１８）
时间 控制 控制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６２１　 ０．６２１
城市数量 ３１　 ３０
观测值 ３１０　 ３００

　　注：括号中为ｔ值，＊＊＊、＊＊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
水平上显著。

　　２．处置组变换。合成控制法不能保证所求得的
最优合成控制组能够通过不同权重拟合出处理组的

实际演化路径，因此，所得到的估计参数依然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１３］。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 Ａｂａｄｉｅ和

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的方法，对其他地区进行安慰剂检
验［１０］。基本思路为，选择一个没有进行房产税试点
改革的省市，用其他省市（不含重庆）构成该省市的
合成状态，比较其实际状态和合成状态的差异，因为
该地区没有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如果重庆的估计
是真实的，那么该省市不会出现和重庆一样的规模
效应，若该省市的实际状态和合成状态表现出很大
的差异性且和重庆下降的情况相同，则说明合成控
制法不能有力的估计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城市扩张的

影响。本文以合成重庆权重较大的省市进行安慰剂
进行检验，即河南省和贵州省。

　　图３显示了对河南省和贵州省进行安慰剂检验
的结果。河南省在２０１１年之前合成的人均建成区
面积对数值很好的拟合了其实际值，２０１１年后没有
出现和重庆一样较大幅度的下降，虽然真实值比合
成值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远低于重庆。而贵州
省在２０１１年之后人均建成区面积呈现与重庆相反
的变化状态。这说明合成控制法较好的拟合了两省
的城市扩张状态，并且两省均未呈现出与重庆相同
的变化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房产税试点改
革是影响重庆城市扩张的因素。

图３　河南、贵州的实际和合成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对比图

　　３．排序检验。房产税试点改革后，重庆的实际人
均建成区面积与潜在人均建成区面积相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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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道这种下降的效应在统计上是否显著的异于

零。本文利用Ａｂａｄｉｅ和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提出方法，来检验
估计的政策效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１４］。其基本思想
是，在控制组内随机选择一个省市，假设其在２０１１年也
进行了房产税试点改革，使用合成控制估计其若进行
房产税试点改革所产生的效果，然后与重庆的实际政
策效果相比较，如果两者的差异足够大，则说明重庆房
产税试点改革对城市扩张的抑制作用是显著的。由于
是通过近似２０１１年之前影响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因素
来构造合成状态的，如果一个省市的平均预测标准差
（实际人均建成区面积对数值和预测人均建成区面积
对数值差距平方值的平方根）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模型对该省市合成的较差，用该省市２０１１年以后
的差距作为对比的效果也较弱。重庆的平均预测标准
差是０．００８，在对照组中去掉平均预测标准差大于０．０２
的２２① 个城市，这些城市在２０１１年之前的平均标准
差变动程度比较大，都是重庆的２倍以上。在这２２
省市中，与重庆平均标准差变动程度相差最大的是
湖北省，该省的平均预测标准差为０．１３７，是重庆的

１６倍，其次是福建省和云南省，分别是重庆的和

１１．６７倍和１１．０１倍。
图４显示了去掉这２２个城市之后的平均标准差

分布情况，可见２０１１年之前重庆的平均预测标准差
较小，重庆的平均标准误差曲线分布在其他省市曲线
之内，但在２０１１年之后平均预测标准差位于其他省
市预测误差分布下方的最外部，这也表明随机选择一
个地区进行估计，要得到和重庆一样显著的人均建成
区面积变化的概率也相对较小，这表明房产税试点改
革对重庆城市扩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图４　重庆和其他省市预测误差分布图

　　此外，本文还计算了各省市以２０１１年为界前后
两个时期的平均预测误差程度的比值②，并考察了
这一比值的分布情况。２０１１年前重庆的平均预测

标准差值越小，则说明重庆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合成

值与其实际值之间的拟合程度越好，而２０１１年以后

重庆的合成值与其实际值之间的差距越大，则表示

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其影响越大。如果房产税试点改

革后重庆城市扩张水平确实产生了显著性差异，则

重庆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平均预测标准差在２０１１年

前后两个时期的比值则会较大。

　　图５所示，大多数地区平均预测标准差２０１１年前

后的比值都在１０以内，比值最高的省为北京市，高达

９．５８，其次为重庆，比值为７．３３。可以看出，要获取至

少和重庆情况一样的概率仅有２／３０，约为６．６７％，这则

说明可以在９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房产税试点改革

对重庆人均建成区面积产生了显著性差异的结论并不

是偶然因素引起的，即房产税试点改革后，重庆的城市

扩张现象确实发生了显著的下降。

图５　２０１１年前后两个时期各省市平均
预测误差值的比值分布图

　　最后，考虑到２０１１年上海也进行了房产税试点

改革，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王贤彬的方法［１５］。

在对照组中去掉了上海，用其他２９个省市的数据重

新进行估计，结果如图６所示，在２０１１年之后，实际

重庆的人均建成区对数值仍显著低于合成重庆的

状态。

图６　实际重庆与合成重庆（不含上海）城市扩张对比图

　　通过以上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房产税试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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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

本文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间的平均预测误差值除以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的平均误差标准值表示这一比值。



确实对重庆的人均建成区面积产生了影响，与重庆潜
在的人均建成区面积相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五、作用机制分析

房产税试点改革使得重庆人均建成区面积与没

有改革时相比出现了下降。房产税的税收负担虽较
轻，但由于其具有明显的显性特征，在所有的税种中
是纳税人较为厌恶的税种，极容易引起纳税人行为
的变化。重庆对新购的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给
予１００平方米免税优惠，这会对消费者和房地产企
业的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住房投资对城市扩张
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免税的优惠政策会对住房购买者产生较

大的影响，为减轻税收负担，消费者在购房时会选择
面积较小的住宅。２０１１年重庆９０平米以下住宅销
售套数下降了０．１３％，但别墅和高档公寓的销售套
数下降的速度更快，降低了２２．６３％。２０１２年后重
庆９０平米以下住宅销售套数均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别墅和高档公寓的销
售套数的下降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下降
了１７．９６％，而全国仅下降４．１１％①。
其次，免税的优惠政策也会对房地产企业的供

给行为产生影响，促使房地产企业减少大面积住房
的供给。图７所示，２０１１年房产税改革试点后重庆
的别墅和非别墅住宅的新开工面积都出现明显的下

降，特别是在２０１２年别墅新开工面积下降的幅度更
大。据重庆房管局的公告显示，２０１３年主城区建筑
面积在２００平米以上的住房新开工面积下降了

４．５％，而建筑面积在１００平米以下的住房上市量增
加了１７．８％［１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城市
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单位土地容纳的人口，从而有利
于抑制城市的扩张。

　　图７反映的这一变化是否和房产税试点改革有
关呢？因为除房产税改革之外的一些共同因素也会

导致其他城市出现类似的现象，为了评估房产税试
点改革对住房结构的影响，本文采取双重差分法进
行估计。模型设定参见式（５），因变量分别为人均别
墅开工面积和人均非别墅住宅开工面积。表４分别
显示了人均别墅开工面积和人均非别墅住宅开工面

积的估计结果，模型（１）仅考虑房产税试点改革的效
应，其显著为负，说明房产税试点改革使得重庆的人
均别墅面积相对与其他城市下降的更多，模型（２）加

入了其他的控制变量，此时房产税试点改革变量仍
显著为负，平均来说，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使得人均
别墅面积相对与全国其他城市下降了３．３％。模型
（３）和（４）考察了房产税试点改革对非别墅住宅的影
响，虽然房产税试点改革的效应为负但在统计上不
显著，说明房产税试点改革并未有效的降低人均非
别墅住宅的开工面积。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房产税
试点改革使得占地面积较大的人均别墅开工面积出

现了下降进而使人均建成区面积下降，这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了房产税对城市扩张的抑制作用。但从图

７来看，２０１２年之后人均别墅开工面积和人均非别
墅住宅开工面积都出现了增长的趋势，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房产税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

图７　别墅和非别墅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率图

表４　房产税改革的住房结构效应表

模型 （１） （２） （３） （４）

变量
人均别墅

开工面积

人均别墅

开工面积

人均非别墅

住宅开工面积

人均非别墅

住宅开工面积

房产税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４０９ －０．１７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２４９） （－０．１７５）

人均实际ＧＤＰ　 ０．０５９＊ ３．１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３３６）
土地成交均价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９）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０．９１３＊＊＊ －４．１０９＊

（－０．２１９） （－２．１２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１．２６０＊＊＊ －３．２６６

（－０．２５７） （－２．４９４）
时间 控制 控制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０１８　 ０．１８６　 ０．３３６　 ０．７０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数量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观测值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 论

　　本文利用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为自然实验，通
过合成控制法，分析了房产税与城市扩张之间的关

９９

贾雁岭，杨秋霞，陈　刚：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系，研究表明房产税试点改革使得重庆的人均建成
区面积与没有试点改革时相比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这与重庆特殊的房产税优惠政策相关，即重庆对

１００平米以下的新购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采取
免税的政策，居民个人为少缴纳税款而选择较小面
积的住房，进而使房地产商开发面积较小的住宅，这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住的密度，有利于抑制城市
的扩张。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日益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
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远远高于人口规模增加的问题，
城市用地规模过度扩张。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对这
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应逐步扩大
房产税试点改革的范围，以抑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
发展，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城市人地的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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